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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实质性异文在新诗文本演变中的研究价值

向阿红

（长沙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文学作品在文本演变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异文，它是区别一部作品不同版本的关键所在。异文分为

实质性异文和非实质性异文两大类，但在作品的文本演变研究中，多数学者往往轻视甚至忽视非实质性

异文的作用。实际上，非实质性异文在作品文本演变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尤其体现在诗歌文类中。

诗歌中的标点符号、分行等作为语法和文法的一部分，承担了部分修辞功能，具有辅助性释义的作用，对

其修改会使文本产生不同的释义效果。因此，非实质性异文也参与了文本建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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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在版本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差异和变化
统称为异文。异文既是文字学的术语，又是版
本学、校勘学的术语。作为前者，它与“正字”相
对而言，是通假字和异体字的统称；作为后者，
它既是指同一书本的不同版本之间，某书的某

章节、某句与他处所引该章节、该句之间，在本
应相同的字句上出现差异的现象，也指差异的
各方［１］。异文问题是西方学者在校勘学中提出
的理论问题之一。关于异文的分类，英国著名
学者格雷格（Ｗ．Ｗ．Ｇｒｅｇ）将其分为实质性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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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实质性异文两大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

者主要是指在内容上能够影响文本主要表达意

图的异文；后者则主要体现在文本形式上，如标

点、排版、拼写等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现。在中国

新文学作品版本研究中，应注意这两种异文的

区分。异文在文本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是辨别文学作品不同版本的主要标尺，

更是参与了文本建构，影响着文本本性。例如，

邱景华认为，北岛《回答》的修改过程使该作品

具有了不同的文本性质，是从“名句”到“名篇”

的拓展与升华的过程［２］。但在以往的版本学和

校勘学研究中，大多数学者、编辑或手民关注的

往往是实质性异文，对非实质性异文研究不足。

实际上，非实质性异文在文本演变研究中同样

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尤其体现在诗歌文类中。

中国新诗自发生以来，生产了大量新诗作品。

这些新诗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并非只有一个版

本，往往是经过作者修改形成了众多版本。诗

歌的版本密度较大，不仅体现在字词句等内容

上的变化，也体现在标点符号、分行、排列方式

等形式上的变化，而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在诗歌

文本演变中的影响远大于其他文类。它不仅体

现了文本之间存在的显性差异，更潜在地反映

了诗人诗学观念的发展变化，或是时代环境、语

言规范、出版制度等的变化。

　　一、非实质性异文的类型

在诗歌文本演变中，非实质性异文主要包

括标点符号、分行、繁体字与简体字、异体字、横

排与直排等。标点符号是诗歌文本演变中最为

常见的非实质性异文。相较于小说、散文、戏剧

来说，诗歌中的标点符号具有更强的文本阐释

意义，它在新诗中具有语法修辞功能，参与诗歌

节奏的调节和诗情的生成等，对新诗文本的建

构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标点符号的改动，也会

改变诗歌文本结构和文本意义，这给研究者提

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郭沫若说过，“标点之于言

文有同等的重要，甚至有时还在其上，言而无标

点，在现今等于人而无眉目。”［３］刘梦苇也说，

“国语最显著地与文言相差异的地方，要算它底

应用标点与注重文法了……标点符号对于文气

文义上是很重要的。”［４］闻一多更是明确反对废

弃标点：“不用标点，不敢赞同。诗不能没有节

奏。标点的用处，不但界划句读，并且能标明节

奏（在中国文字里尤其如此），要标点的理由如

此，不要它的理由我却想不出。”［５］新诗有加括

号等特殊用法，破句、提行、抛词等也离不开标

点符号，标点符号在新诗文本建构上的重要性

也就不言而喻了。因此，在新诗文本演变研究

中，要特别关注标点符号这种特殊异文对文本

造成的影响。当然，有些标点符号的修改可能

是由于当时的编辑、排版、印刷等外在因素影

响，但也不排除诗人的主动修改。如胡适和闻

一多曾就针对《梦家诗集》１９３１年１月初版本

中的诗作《悔与回》不用标点而表示反对，并提

出了修改建议。胡适更是自作主张地为《悔与

回》一一添上标点。陈梦家后来听取了两人的

意见，在《梦家诗集》１９３１年６月的再版本中将

该诗添加了部分标点。就闻一多自己的创作来

看，在把初作收录进《红烛·雨夜篇》时，约有

５２％的诗作标点都进行了改动，由此可见其对

标点的重视程度［６］。再如，穆旦的诗作《森林之

魅》共五次发表或被收录，形成了五个不同的版

本：１９４６年７月发表于《文艺复兴》第一卷第６
期；１９４７年５月被收入《穆旦诗集（１９３９－

１９４５）》；１９４７年７月１日载《文学杂志》第二卷

第２期；１９４８年２月被收入诗集《旗》中；２０１０
年１月被收入《穆旦自选诗集（１９３７－１９４８）》。

在《森林之魅》的文本流变过程中，诗集《旗》中

所收录的版本第四十八行是：“你的花你的叶你

的幼虫。”而在其余版本中均为：“你的花，你的

叶，你的幼虫。”这里产生的异文主要就是诗人

对标点符号的修改。冯至短诗《蛇》，最早收入

其１９２７年出版的诗集《昨日之歌》中，后又被收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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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冯至诗文选集》（１９５５年）、《冯至诗选》

（１９８０年）、《冯至全集》（１９９９年）中。在《蛇》的

文本演变中，也存在部分标点符号被改动的情

况，如在《昨日之歌》中的版本，其中一诗句为
“冰冷地没有言语———”，这里的破折号在《冯至

诗文选集》《冯至诗选》《冯至全集》中均被改为

句号。再如诗句“它月光一般轻轻地，”中的逗

号在后面三个版本中均被删掉；“像一只绯红的

花朵！”中的感叹号也都被改为句号。李季的叙

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在几个重要的版本中，

如１９４６年１１月的太岳本、１９４６年１２月的大众

本、１９４７年４月的《北方文丛》本、１９４９年５月

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本等，这些文本中的标

点符号也有多处进行了修改，多为两行诗句中

的逗号被改成分号，末尾句号被改成感叹号等。

标点符号在新诗文本演变中的修改处数之多不

能缕述。

分行也是新诗文本演变中较为常见的一种

非实质性异文。分行本身为现代诗提供了一种

天然的“诗意空间”，并由此产生了现代诗“行”

的独立性以及“行”与“行”之间的疏离性，这种

疏离效果在诗中运用的差异，有时成为衡量一

首诗“晦涩”与否的标尺［７］。但在新诗发展过程

中，有学者在讨论新诗格律时认为，新诗分行与

否并不重要。王力认为，“自由诗之所以成为

诗，只在于诗的境界，不在于分行书写。因此，

散文分行书写并不能变为诗；反过来说，诗不分

行仍不失其为诗。所谓散文诗（ｐｒｏ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

或诗的散文（ｐｏｅｔｉｃ　ｐｒｏｓｅ），就是不讲音步的无

韵诗。”［８］诗歌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但如

果只从诗的境界来论，就等于忽略了诗的形式。

分行作为诗歌形式之一，它对诗歌文本具有重

要的建构意义。分行关系到诗歌的停顿、节奏

等，都会改变诗歌的意蕴和内涵。诗人于坚曾

说：“分行，就像京剧中的脸谱，一旦你把脸化成

那样，就是你没有唱，大家已经将你视为演员

了。现在，你的一切行为都是演戏，你可以杀

人，可以放火，这是演戏。”［９］可见，分行对文本

的重要性。新诗在文本演变中，不少诗作在其

不同版本中出现了分行不同的区别。如冯至的
《十四行集》初版本中的第２３首诗作《几只初生

的小狗》中的诗句：“等到太阳落后，它又／／衔你

们回去。你们没有／／记忆，但这一幕经验”，在

１９８０年出版的《冯至诗选》中被改为“日落了，

又衔你们回去／／你们不会有记忆，／／但是这一

次的经验”。再如，汪静之诗集《蕙的风》１９２２
年初版本中收入的诗作《竹影》，其中的诗句“太

阳没了，／／影儿也没了”分为两行，但在１９５７年

版本中将其合为一行：“太阳没了，影儿也没

了。”这些修改几乎都使文本产生了不同的意

蕴。

异体字的使用以及繁体字向简体字的转换

也是诗歌文本演变中的非实质性异文。但这两

种异文相对于标点符号与分行来说，对文本的

建构价值较小，主要是在字体与排版上带给读

者另一种视觉变化和不同的阅读感受。异体字

是一个字的正体之外的写法，是字音和字义相

同而字形不同的一组字。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生

产的一批新诗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如

在《尝试集》《蕙的风》等作品的初版本中，出现

了将“泪”写成“涙”、“峰”写成“峯”、“晰”写成
“皙”的情况。但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在

规范使用汉字的外力作用下，大多数异体字开

始转为正字，这就使这些新诗作品在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以后的不同修改本中出现了异体字转为正

字的现象。

繁体字向简体字的转换也是新诗文本演变

中较为普遍的现象。２０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新

诗集都是繁体字书写。这一修改现象与文字简

化运动有关。文字简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都是

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文字简化运动可追溯

到太平天国时期。当时领导者为了提升民众的

识字率，倡导使用简体字，但因为太平天国运动

的失败，文字简化运动也就停止了。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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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文字简化运动再次发动。胡适、钱玄同、

胡怀琛等人纷纷撰文倡导使用简体字，但也遭

到许多老派守旧文人的强烈反对。１９５５年１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颁发了《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经广泛讨论和修订，在１９５５年１０月由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并由国务院汉字简化

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完毕；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

国务院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汉字简

化方案》。该方案第一部分为汉字简化第一表，

所列简化汉字共２３０个，从１９５６年２月１日起

在全国印刷和书写的文件上一律通用，除翻印

古籍和有其他特殊原因外，原来的繁体字停止

使用［１０］。１９５６年１月３１日，《人民日报》正式

公布采用《汉字简化方案》，面向全国推行，各大

图书、报刊、杂志等都纷纷将繁体字转换为简体

字。因此，从这以后的修改本大都转换成了简

体字。除此之外，文字排版由直排变为横排也

是非实质性异文之一。中国文字排版的传统是

由上至下、从右到左的直排。这种排版形式历

代相承、沿袭不变。直到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作

品不但在内容上求新，也在媒介形式上求新，这

自然对传统版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关于“横排”

“直排”的争论就始于这一时期。在新文化运动

中，最早提出汉字横排的是当时作为《新青年》

编辑的钱玄同。他在１９１７年５月１５日致陈独

秀的信中说：“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

迤，如西文写法也”［１１］，并对横排的优点及便利

进行了阐述。陈独秀当即表示赞同。后来，钱

玄同将这些通信题名为《与陈独秀讨论译音及

其书写问题》，并公开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

３号上，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汉字横排还是直

排问题的争论。时过不久，钱玄同在《新青年》

第三卷第６号上又公开发表了与陈独秀的通

信，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钱玄同的主张也得到

了当时远在日本的朱我农的支持。令人意外的

是，此主张却遭到同为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的

反对。胡适从改革的难度上提出，如果没有必

要，直排也是可以的，且改革起来煞费周章。对

于胡适的反对，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五卷第２
号上发文进行了反驳。由于胡适的反对，《新青

年》最终未能改成横排，而关于横排还是直排的

争论当时还未能达成共识。直到１９４９年之后，

汉字左起横排、横写的问题才受到更广泛的关

注和重视。郭沫若、胡愈之、叶圣陶等人都曾发

文提倡汉字横排、横写。１９５５年元旦，《光明日

报》发行了全国第一份左起横排的报纸。同年

１０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明确提出报纸、图书、

杂志、公文等采用横排。１９５６年元旦，《人民日

报》改成了横排，在全国起到了示范性效应。之

后，全国越来越多的图书、杂志、报刊都纷纷改

为横排。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生产的

一批经典新诗集都是按传统的排版右起直排，

但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以后的修改本几乎都

改成了左起横排。

　　二、非实质性异文产生原因及对文本的不

同建构

　　在新文学作品版本变迁过程中，不同文体

的修改程度不一样，修改内容不一样，修改方式

也不一样［１２］。诗歌是一种崇尚锤炼的文体，它

的版本密度较大，往往是字词句方面的增减和

修改。另外，标点符号的改动、分行的不同，甚

至排版及字体的区别等，都会影响读者对文本

的解读。与诗歌文类不同，小说、戏剧等叙事性

文类在字词句方面的删改，以及人物、结构、情

节、主旨等的改动，都会对文本本身产生非常大

的影响，但标点符号、排版、段落衔接等变化对

其影响就相对较小。因此，非实质性异文对文

本所造成的影响程度因文体而异。在研究文学

作品不同版本的过程中，不仅要找出多个版本

之间的差异，即异文所在，更要分析这些异文产

生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运用“科际整合”的方法

加以研究。异文产生的动因也就是作者修改的

动因，它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因为作者对旧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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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修改可能只出于一种动因，而更多的时候

是多种动因混合在一起。诗人修改旧作的动因

有时会在新版作品中的“序”或“后记”中提及，

有时会在作者当时的“日记”中说明，有时也会

在此后的“回忆录”“创作谈”之类的文字中说

明，但都是很笼统地提到一些主要删改原因及

情况。何其芳在１９５２年版《夜歌和白天的歌·

重印题记》中就较为笼统地说明了修改原因：

“我是想尽量去掉这个集子里面原有的那些消

极的不健康的成分。然而，由于这个集子原来

是我在整风运动以前的作品的结集，它的根本

弱点是无法完全改掉的。”［１３］总之，诗人删改旧

作的动因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内因，是诗人“悔

其少作”而作出的艺术完善，这是一种自觉的修

改行为；二是外因，是作者在外在因素，如意识

形态、文学规约、审查制度、语言规范、传播方式

等外力作用下被迫进行的修改。其中，对非实

质性异文的修改，也分为这两种动因。

第一，追求艺术完善的需要。大多数诗人

因其诗学观念的发展变化往往会回过头来对其

旧作进行加工和修改。除了直接对文本的实质

性内容进行修改之外，多数诗人还会通过对标

点符号、分行等进行修改来实现其完善旧作的

目的。因为这些非实质性异文会产生不同的辅

助性释义效果，能改变诗歌文本本性。比如，诗

人有时想通过不同的标点符号来减弱或加强诗

句的情感表达效果；有时又想通过不同的分行

来暗示诗歌的情绪节奏，变更原文本的诗意空

间，使文本产生不同的意蕴。而这些修改，诗人

往往没有改变文本实质性内容，因而更能凸显

非实质性异文对文本的建构作用。如李季的
《王贵与李香香》１９４９年３月的中原新华书店

版，多数诗行中两句中间的标点符号如逗号、冒

号等，在１９４９年８月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

行所版本中被删除了，比如，“看下的日子：腊月

二十一”变为“看下的日子腊月二十一”；“天不

下雨，庄稼颜色变”改成“天不下雨庄稼颜色

变”；“我娶小房，靠大家，众位不帮忙，就没法”

改为“我娶小房靠大家，众位不帮忙就没法”；等

等。修改后的句式更为精炼，情感表达更加流

畅，这就更加符合自由灵活的陕北民歌“信天

游”的创作形式。《女神》中的诗作《女神之再

生》，其初版、１９２８年版、１９５３年版中的“黑暗”

二字均有引号，但在１９５７年版本中引号被删除

了。《欲海》初版本中“万象森罗”后的破折号，

在１９２８年版的修订本中则被删掉。标点符号

具有辅助性释义的作用，每个标点的用途与作

用不同，在具体文本中产生的释义效果也就不

一样。诗人有时会考虑不同的释义效果，根据

释义需要进行选择和修改，从而使自己的作品

在艺术表达上更加完善。对诗歌分行的修改更

是与情感及表意联系在一起，诗人主要是为了

增强或减弱所要表达的情感，或是使表意更加

隐晦或明晰等。这些都是诗人为了追求诗艺的

完善而进行的修改。从内容上而言，一方面，分

行可以使某些词语或诗句在分行排列中得到强

调；另一方面，分行在形式对抗中，延展了诗歌

表达的空间，使得诗意变得丰富起来［１４］。因

此，诗歌分行不仅是形式上的体现，更是与内容

紧密相连，诗人在修改诗作过程中对分行的修

改更多是为了丰富诗意和追求艺术完美。

第二，语言规范、出版制度等外在因素的影

响。早期新诗集如《尝试集》《草儿》《蕙的风》

《女神》《大江集》等，其初版本几乎都是繁体直

排印刷，但在版本流变过程中，尤其是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后，在书报简体横排出版政策出台的

背景下，大多数修改本作出了相应的变动和调

整。如汪静之《蕙的风》１９５７年人文版就改成

了简体横排印刷。除此之外，还有诗集《女神》

《王贵与李香香》《鱼目集》《预言》等，都改成了

简体横排印刷出版。对异体字修改的动因是规

范使用汉字的外在要求。１９５５年颁布了《第一

批异体字整理草案》，开始规定正确使用正字。

诗人对标点符号的修改，部分原因也是诗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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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使作品符合国家的新式标点规范。如１９８４
年《雕虫纪历》增订版中标点符号修改的一个显

著特征是顿号与逗号的改动，１９８４年版将１９７９
年版中多数诗句的顿号改为逗号、逗号改为顿

号，这就是为规范使用逗号和顿号而作出的修

改。《王贵与李香香》初刊本和初版本中的改

动，初刊本两行诗为一小节，这两行诗几乎都形

成一个完整的句子，第二行诗句末都是句号、感

叹号、双引号等。但在初版本中将第二行诗句

末的句号、感叹号等改为分号，使其不成为完整

的一句话。再如，在汪静之《蕙的风》的初版本

中，有连续使用两个不同标点符号的情况，在后

来的修改本中进行了纠正和规范，删掉了其中

一个，保留更为规范的那一个标点。另外，由于

编辑和手民误植或对其采取自主性修改的态

度，也可能在不同版本中产生非实质性异文。

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正如格雷格所说：“对于

实质性文字，他们（指抄写者、编辑或排字

工———笔者按）的目标应是严格地复制他们的

范本，但是无疑他们有时也会意外地，甚至因为

某种原因也会有意地偏离他们的范本；而对于

非实质性要素，他们一般会遵循自己的习惯和

风格，尽管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在不同程度上也

会受他们的范本的影响。”［１５］

作为非实质性异文典型代表的标点符号和

分行，是如何在诗歌文本演变中进行不同建构

的呢？也就是说，它们是如何体现一篇诗作各

种文本释义差异的呢？对于标点符号，实际上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另一种形式的虚字。在新诗

中的标点符号，如感叹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

等都有特殊的效用。标点符号不仅是诗歌语法

的一部分，还是文本视觉呈现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人对标点的用与不用以及如何使用，都应是

基于标点有用性的判断和选择［６］。现代标点符

号融入诗歌文本之中，从文本演变来看，它不仅

是语法和文法的一部分，还承担部分修辞功能，

改变了文本面貌。在不同修改本中，标点符号

的变化往往会刷新前一文本的原有内涵，拓展
另一崭新的阐释空间，从而带来不同的审美感
受。因此，标点符号作为一种语言事实，参与了
对新诗文本的建构。以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１９４９年３月的新华本与１９４９年８月的生活·

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版本相比较，就有多处
标点异文，比如新华本中的诗句“短租子、短钱、

短下粮———老狗你莫非想拿命来抗”中的破折
号在联合发行所版本中变成了逗号，但破折号
更能表达“王麻子”的愤怒。再如诗句“为啥要
跟我这揽工的受可怜？！”中的“？！”变成了“！”，

感叹号表达的是王贵对自己穷苦生活的无奈和
哀叹，“？！”则更能表现王贵既喜欢香香，又担心
香香跟着自己受苦的复杂心情，更能引起读者
的共鸣。再如，冯至的短诗《蛇》的几个修改本
中标点符号的删改情况如下：

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

冰冷地没有言语———

姑娘，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莫要悚惧！

它是我忠诚的伴侣，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在想着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光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潜潜走过；

为我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诗集《昨日之歌》北新书局１９２７年）

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

静静地没有言语。

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不要悚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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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我忠诚的伴侣，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光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轻轻走过；

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一九二六
（《冯至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５年）

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静静地没有言语。

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不要悚惧！

它是我忠诚的伴侣，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影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轻轻走过；

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象一只绯红的花朵。

　　　　　———１９２６
（《冯至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对比这三个版本，可以发现一共有五处标

点符号的修改。初版本中的诗句：“我的寂寞是

一条长蛇，冰冷地没有言语———”在１９５５年的
《冯至诗文选集》中的版本以及１９８０年的《冯至

诗选》中的版本，都将句末的破折号改成了句

号。显然，使用破折号代表着一种隐含的情感

言说，与该句“冰冷地没有言语”之间形成张力，

使语意节奏更加隐晦，更加衬托出作者内心的

寂寞，情感表达更为强烈。而如用句号，很显然

只是简单地向读者陈述完事实———即“没有言

语”，诗人内心孤寂之情的表达则明显要弱一

些。第二处是诗句：“它在想着那茂密的草

原，———”在后两个版本中都删去了逗号，这可

能是诗人出于规范使用标点符号的目的。第三

处是诗句：“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在《冯至诗

选》中将初版本中的逗号改为了顿号，使得诗句

更具有连贯性。第四处是初版本中的“它月光

一般轻轻地，”在后两个版本中都直接删去了逗

号。逗号具有停顿的作用，而后两个版本中删

掉逗号，使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更为急促，诗人

的情感强烈规约着读者的思维方式，使语音节

奏变快了，情绪表达加强了，也就鲜明而强烈地

表现了诗人的思乡之情，更加反衬出其此刻的

寂寞心境。最后一处标点符号的修改是最末一

句“像一只绯红的花朵！”初版本的感叹号在文

选本和诗选本中都改为句号。感叹号是情感和

语气最直接的提示。《新青年》１９１９年第七卷

第１号在标点符号使用方案中指出，惊叹号
（“！”）是表示感叹、命令、招呼和希望。１９１９年

１１月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

指出，惊叹号（“！”）表示情感或愿望等。此句中

的感叹号主要是表示情感，传达出诗人的欣喜

和愿望，而改成句号后使诗人的情感表达显得

较为收敛了。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非实质性异文中的

标点符号对诗歌文本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修

改本中对标点符号的使用有所不同，便可生成

不同的文本内涵，产生不同的阐述空间，带给读

者不一样的审美感受。因此，标点符号所起的

修辞功能不容小觑。它小则改变句意，大则可

能改变文本的思想主旨。

诗人对诗歌文本“跨行”技巧的运用，不仅

影响着诗行的排列，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感受，而

且对新诗的风格、节奏及其多义性、连缀性等内

容也有深刻的影响。分行作为新诗最突出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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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特征，已经超越了形式本身而成为内容的一

部分了。它的存在使诗意得以存在或者延伸。

中国诗歌从古典诗歌发展到新诗，已逐渐从一

种纯粹的“听觉艺术”转变为“视觉艺术”，押韵

和字数限定日益变得可有可无。当然，纯粹
“看”的诗歌显然是不存在的，除非只具备观念

的意义———只是一堆图形排列或无法读出来的

文字，而不具备“诗”的意义。在“看”一首诗时，

仍然伴随着朗诵之相。因此，现代新诗实际上

是“视觉”与“听觉”相结合的艺术。分行作为新

诗最核心的形式特征，“行”的独立性，导致了
“行”与“行”之间关系的疏离性，由此产生了诗

意空间。在新诗文本演变过程中，不同的分行

对文本进行了不同的诗学建构。冯至的《十四

行集》初版中的第２３首诗作《几只初生的小狗》

中的诗句：“等到太阳落后，它又／／衔你们回去。

你们没有／／记忆，但这一幕经验。”在１９８０年出

版的《冯至诗选》中被改为：“日落了，又衔你们

回去。／／你们不会有记忆，／／但是这一次的经

验。”新诗中每一行诗在节奏上相对独立，在声

调及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天然的停顿，意义上的

停顿也就造成行与行之间的不连贯性及疏离效

果，这样一来，一行诗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自足的

意义空间。因此，分行的不同象征着这个“意义

空间”的不同。《几只初生的小狗》中的这几行

诗句，在两个不同版本中虽然内容上有些许不

一样，但我们暂且不看，主要分析这几行诗在两

个版本中不同的分行对文本内涵所造成的影

响。初版中“它又衔你们回去”在“它又”那里断

句作为另一行，与“又衔你们回去”相比，前者虽

不具有连贯性，但蕴含的内容却是丰富的，从
“它又”这里断句分行之后，使得语意节奏停顿

而显得更加隐晦，让读者产生一种“期待视

野”———“它又”怎样？然后下一行诗句才展示

隐射的内容。这一分行的效果更加表现出母狗

对小狗的爱，情感表达更为强烈。同样地，下一

句诗“衔你们回去。你们没有／／记忆，但这一幕

经验”与“你们不会有记忆”相比，后一种分行直

接传达出内容，是常见的分行句式表达，而前一

种分行在使读者产生期待视野的同时，不仅加

强了“记忆”的语意色彩，而且与后面转折性的

内容形成更为鲜明强烈的对比。从整体上来

说，诗人对初版本中诗句分行的经营，使整首诗

在表达效果上更加完美，诗意空间更加隐晦而

耐人琢磨。因此，不同版本中诗句分行的不同，

对文本的建构意义也就不同。

　　三、非实质性异文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诗歌作品在生产、传播过程中会出现不同

版本，在诗歌文本演变过程中，不管是从版本学

角度还是校勘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者、编辑以

及手民关注的往往是异本中的实质性异文，而

对一些非实质性异文不够重视，部分研究者在

进行文本阐释时往往忽视这些非实质性异文对

文本的建构作用，编辑及手民则会根据自己的

习惯及风格去处理而不会严格地复制它们。实

际上，非实质性异文在诗歌文本演变中具有重

要的价值。

一方面，非实质性异文具有版本学价值，它

可以作为版本考证的史料证据。它虽不像序跋

那样会直接传达文本修改的重要信息，如胡适

在《尝试集》增订版《四版自序》中说：“我现在把

我这五六年的放脚鞋样，重新挑选了一遍，删去

了许多太不成样子的或可以害人的。”［１６］康白

情也在１９３３年版《草儿在前集·三版修正序》

中直接透露了修改信息：“修正稿删去初版的新

诗二十几首，加入出国后所作没经发表过的若

干首；分为四卷。”［１７］也不如实质性异文对文本

内容进行直接修改，但只要有异文，读者仔细阅

读比对后，都能发现不同的版本信息。非实质

性异文主要体现了不同的文本形式特征，尤其

是在诗歌文类中，诗歌的形式同内容一样重要，

它对读者的视觉呈现远远强于小说、散文和戏

剧。标点符号的不同、断句分行的不同以及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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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横排或直排）、字体（繁体或简体、大小等）、

行与行之间的距离间隔，甚至整个文本在文档

中所处位置的不同等，都会影响读者的视觉感

受和整体美观程度。而排版、字体、行间距以及

整个文本在文档中所处的位置，这些广义的非

实质性异文是在传播、出版中编辑及手民根据

自己的风格或相关规约而形成的，多半不是出

于作者本人的意思。像标点符号、分行等，这些

非实质性异文也有可能是抄写者及手民误植或

是出于某种原因或规约有意进行的修改，但在

多数情况下，它们是诗人因一种或多种原因进

行的自主性修改。不管是何种原因，只要有异

文，异文的存在都能够鉴别出不同的版本。尤

其是标点符号及分行，即使修改本中没有实质

性异文，读者也可以根据这些非实质性异文的

信息含量来判断和整理诗歌文本的版本谱系。

另一方面，非实质性异文具有文学价值，它

参与了文学作品的建构。尤其在诗歌文类中，

非实质性异文对文本的建构作用更加明显。上

文中具体分析了一些非实质性异文对诗歌文本

造成的释义差异，涉及的不仅是“视觉感受”的

变化，更主要的是“审美感受”的变化。尤其是

非实质性异文中的标点符号与分行，它们使诗

歌在文本演变中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拓宽

了读者的阐释空间。读者在阅读某一诗作的不

同版本时，除了对实质性异文的思考，非实质性

异文也会引导读者展开想象，对比这些修改对

文本内容造成的释义差异，从而分析作者修改

的得失，对不同版本进行价值评判。在现有的

一些汇校本如《〈边城〉汇校本》《〈女神〉汇校本》

《穆旦诗编年汇校》等对非实质性异文如标点符

号、段落衔接（包括重新划分或段落合并）、分行

等的汇校，使读者在阅读时会重视这些非实质

性异文，进而在这些异文的引导下进行思考：甲

与乙的差别是否对文本内容具有相同的阐释意

义？若没有这些非实质性异文的引导，读者阅

读时可能只注重实质性异文对文本的建构作

用，而忽视非实质性异文的建构作用，在某种程

度上就会影响读者对诗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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